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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 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村宅基地空置率为

１０．７％，面积则超过 ２００ 万公顷。 而《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则预测 ２０２５ 年我国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将新增 ８０００ 万

人，宅基地房屋闲置问题将更为严重。

【土地问题】

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的权利构造

丁宇峰，付坚强∗，王宇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马克思主义主义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通过对江苏省法院近 ３ 年农村房屋买卖纠纷裁判的梳理，发现判决是否有效与买受主体身

份、购买时间等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故仅凭合同效力判断不能体系化解决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

应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在区分宅基地房屋买受人的基础上建构买受人对土地的权利。 如买受人

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买卖合同应以有效为原则；如有违“一户一宅”形成超占，则应对超占部

分引入有偿使用制度。 如买受人为非本集体成员，村民买受则应认可合同效力，市民买受则应平衡

利益。 权利构造的立法论上市民买受的土地权利可转为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或建构宅基地使用权

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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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宅基地房屋买卖在我国诸多农村土地问题中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这源于相关法律制度

的体系性不够。 一方面，宅基地作为农民建造住宅的土地，具有公法上社会保障的意义，在宅基

地主体资格、土地用途、房屋购买者等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 另一方面，随着《民法通则》 《合同

法》 《物权法》到《民法典》的实施，个人对房屋拥有所有权并可自由处分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于

是，公法上的保障限制与私法上的自由处分之间形成了冲突，其焦点问题即表现为宅基地房屋

买卖的法律处理。
宅基地房屋流转的制度障碍降低了农房财产的利用效率，不能充分发挥闲置房屋的效用。

宅基地制度制约农房财产效用的现状亟需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产生了宅基地“三权分

置”政策的思想萌芽，后经过一系列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首次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 随后的试点改革和相关

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１］ ，但宅基地房屋买卖中规范与实践衔接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究。 《民法

典》及其实施前的《物权法》均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转介至《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未
能解决宅基地房屋买卖的权利配置问题，从而未能兼顾宅基地保障作用和房屋的财产作用，充
分提高闲置房屋①的利用效率。 本文将沿着这条路径，阐述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精神的宅基地房

屋买卖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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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房买卖司法现状与宅基地制度改革

本文以江苏省法院裁判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例为样本，考察宅基地房屋买卖的司法

实践现状。 选取江苏样本是因为该省近 ３ 年由拆迁等经济因素引发的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例

相对较多，具有一定统计和分类价值。 另外，常州市武进区、溧阳市等地所进行的宅基地制度试

点改革，对解决农村房屋买卖纠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基础数据与初步分析

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案件总数

在北大法宝案例库进行检索，输入“江苏省” “农村房屋买卖”字段，时间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检索出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二审案例共 １５２ 件。 表 １ 反映出，
在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试点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后，２０１９ 年江苏地区法院处理的

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有所增长，而 ２０２０ 年案件数量受新冠疫情影响有所下降。
表 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农村房屋买卖案件数量

年份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案件数量 ５３ ６０ ３９

　 　 ２． 案件审理程序

江苏省近 ３ 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一审审结的案件为 １１３ 件，占比 ７４．３４％，
二审审结的案件为 ３９ 件，占比 ２５．６６％，没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基本上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３． 裁判结果

买受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案件为 ６９ 件，占 ４５．３９％，买受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

的案件为 ８３ 件，占比 ５４．６１％。 外部成员作为买受人的比例高出内部成员近 ２０％。 而以效力裁

判结果作为因变量，以买受人身份作为自变量，农村房屋的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
院认定合同有效案件 ５７ 件，占比 ８２．６１％，认定合同无效案件 １２ 件，占比 １７．３９％；农村房屋的

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法院认定合同有效案件 ９ 件，占比 １０．８４％，认定合同无效案

件 ７４ 件，占比 ８９．１６％。 由此可见，如果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主体，合同被认定为无

效的情况十分普遍，面临着较高的因合同无效而返还房屋的风险。
（二）买受人区分下裁判思路

本文 １５２ 份判决书的裁判理由进行研究，依据买受人的身份进行分类，归纳出法院裁判的

主要理由如表 ２：
表 ２　 法院裁判理由及数量

受让主体 有效 无效

买受人为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

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管理性强制性

规定，即不违反《土地管理法》第 ６２ 条之规定，不违

背公序良俗（ ５７ 件）

参见（ ２０２０）苏 ０９ 民终 ３９３７ 号等

违反“一户一宅”效力性强制规定（ ９ 件）

参见（２０１９）苏 ０５０６ 民初 ８６１１ 号等

转让行为未获得集体经济组织同意（ ３ 件）

参见（２０２０）苏 ０７０３ 民初 ２９０ 号等

买受人为本集体

经济组织外的主体

法不溯及既往（ １ 件）

参见（ ２０１８）苏 ０６８１ 民初 ６３４７ 号等

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性，不能转让给本集

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 ６７ 件）

参见（２０１９）苏 ０３ 民终 ７１６９ 号等

买受人购买房屋后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８ 件）

参见（ ２０１８）苏 ０４８２ 民初 ３４０１ 号等

对外转让损害本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合法利

益（７ 件）

参见（２０２０）苏 ０６ 民终 ２８７５ 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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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相关案例进行梳理后，得出相关法院认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依据和无效依据。
有效认定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禁止前的行为，即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在国办

发〔１９９９〕３９ 号通知颁布之前。 如“高某某、李某某与陆某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①便是如

此。 启东市法院认为国办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通知发布于 １９９９ 年，而原告与被告之

间的买卖合同签订于 １９８７ 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合同应认定有效。 此类案件数量相对

较少。 第二，主体身份转变，即买受人购买房屋后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如“陆某某与杨某

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②中，射阳县法院认为被告杨某某在签订买卖合同时虽与原告陆某

某不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之后迁入原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故合同有效。 此类案件

数量较多。
无效认定依据因买受人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有所不同。 在买受人为同一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案件中，法院主要以买受人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一户一宅”而

认定合同无效。 在“江某某与江某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③中，海门市法院认定原告江某某

和被告江某某虽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被告江某某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因农村房屋买

卖合同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一户一宅”而无效。
当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时，相关案例中的法院依然以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

性为中心，认为农村房屋的买卖必然导致宅基地使用权之转让，而该权利只能由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享有，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法院在判决书中阐述裁判理由时会援引国办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通知提供支撑，
而在判决依据中却很少援引国办的该规范性文件，只是援引《物权法》 《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条

文。 此类案件的判决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遵循“房地一体原则” ，认定农村房屋买卖必然伴随宅

基地使用权转让；二是以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而无效。 往往引用的法条为《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三条、《土地管理法》第二、八、十、四十三、四
十四条和第六十三条等条文。

（三）宅基地改革未完全破解司法困境

如上所述，司法裁判面临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受让主体的限制困境，无法保障房屋

所有权人的自由处分权。 究其根源，在法律层面上，私权与公权混于一处，导致权利界分不明；
而在政策层面上，国家一方面要保障农户居住，另一方面又要设法盘活闲置宅基地。 保障居住

虽然是通过分配实现了社会公平，但这会造成身份与财产的捆绑。 财产流转的限制又导致宅基

地及房屋闲置，这种资源浪费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家的分配正义。
当效率需求优于分配时，政策上便要求对宅基地制度进行改革。 江苏省对常州市武进区、

溧阳市、昆山市、盱眙县、泗阳县、沛县等地进行了改革试点。 常州武进区探索创新了政府贴息

宅基地建房按揭贷款金融服务制度，全面推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④。 溧阳市和沛县都实现了

首批农户宅基地和农民住房使用权上线流转，即按“房地一体”原则，将闲置宅基地及地上农房

使用权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流转，流转方式包括一定年限的转让、
出租、入股合作等⑤。 昆山市在实践房地一体确权工作，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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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苏 ０６８１ 民初 ６３４７ 号。
参见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８）苏 ０９２４ 民初 ４４６７ 号。
参见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苏 ０６８４ 民初 ３０７２ 号。
参见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 《武进晒出一年宅基地制度改革成绩单》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ｊ．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ｃｚｗｊ ／

２０２１ ／ ＦＡＯＫＰＭＦＨ＿１１０７ ／ ３９３５３１．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参见溧阳市人民政府：《我市首批农户宅基地和农民住房使用权流转顺利成交》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ｙａ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ｃｚｌｙ ／ ２０２１ ／ ＩＱＫＰＱＤＤＰ＿０９０９ ／ １６０５８７．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构筑物实行统一权籍调查、统一确权登记、统一颁发房地一体不动产权证书①。 盱眙县则在稳步

推进宅基地有偿退出工作②。 泗洪县则在做实宅基地所有权、保障宅基地资格权和放活宅基地

使用权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如在闲置农房流转盘活方面出台了“房票”制度，农民将闲置

农房入股到专业公司、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用于开发文旅、康养、民宿等经营性项目。 经营

主体出具份额凭证即“房票”给农民，农民获取租金或股份分红③。
由上可见，江苏省的改革试验在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处分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包

括统一确权、农房入股、宅基地有偿使用等措施。 然而，这些试点缺乏系统性，大部分属于“盘活

宅基地”的对策性工作，既没有从权利界分上厘清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又没

有为闲置宅基地的充分利用打开通道。 故而，对于农房买卖只能产生方向上的仰望，尚无法破

解纠纷的司法困境。

三、宅基地房屋买卖的法解析

宅基地房屋买卖裁判类型的多样化体现了该类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解释偏差，具体包

括以下方面：所有权自由；主体资格中心问题；“一户一宅”规定的适用；“房地一体”与“房地分

离”选择。 宅基地房屋买卖中的权利构造可依以下法理逻辑进行分析：将主体是否具备集体成

员资格作为区分点，可以在私权自由和公法社会正义之间划出界限；物权平等保护和“一户一

宅”是两者在宅基地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而“房地一体”和“房地分离”则是两者在制度边界上

的交锋。
（一）所有权自由

无论宅基地制度被赋予多少行政管理的色彩，房屋所有权都应遵从民法所有权自由的原

则。 所有权自由不仅是民法的基石，也是奠定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 兰盖曾经提出的“法的精

神就是所有权” ，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 ［２］ 。 所有权自由是由意志自由延展而来的。 黑格

尔曾将所有权和意志的关系总结为：“人把他的意志体现在物内，这就是所有权的概念。” ［３］ 意

志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财产方面体现为所有权自由，这也完全吻合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人的自由的基本观点，即“人的自由本质集中体现在创造性的劳动实践即物质生产活动中，
因而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高度相关” ［４］ 。 回到宅基地房屋买卖问题上，农民对房屋享有完整的

所有权，理应享有自由处分的权利。
然而，受制于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地一体”的思维，宅基地房屋所有权人却无法行使该项权

能。 虽然所有权自由的限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但这种限制不应是常态的，而应是审慎和

谦抑的。 在私法层面，应限于防止权利滥用、相邻关系等保护、关照他人之目的；公法方面则应

出于公共利益之缘由 ［５］ 。 显然，宅基地房屋买卖并不涉及私法权利滥用的问题，而在公法上的

限制实已超出了其必要范围。 首先，从国家推行乡村振兴的战略来看，效率已在农村问题的价

值序列中提升到优先级。 在城镇化加速推进中，农村房屋大量闲置，从效率角度出发，亦应保障

房屋所有权的处分权能，促进财产的流转。 其次，在宅基地房屋处分中可能出现的集体土地流

失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不是公法上的公共利益保障问题。 保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关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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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昆山市千灯镇人民政府： 《我镇首张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证发出！》 ，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ｓ． ｇｏｖ． ｃｎ ／ ｋｓｓ ／ ｑｚｋｘ ／
２０２１０５ ／ ９２０９ｂｂｅ８８３ｅｃ４０９ｄｂ８０ｂ５０６ａ７３３ｅｅ２ｄａ．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参见盱眙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２０２１ 年度官滩镇农房改善和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
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ｕｙｉ． ｇｏｖ． ｃｎ ／ ｃｏｌ ／ １１５８＿２５５４５６ ／ ａｒｔ ／ １６２５０６８８ ／ １６２７０２５３６６３１８０７Ｉｈ７Ｃｆ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参见泗阳县人民政府： 《 泗阳 “ 三 个 融 合 ” 探 索 宅 改 路 径 》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ｙａ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ｓｉｙａｎｇ ／ ｍｔｊｊ ／ ２０２１０９ ／
３２５ｄｆｄ３４１１ｅ５４６２７ａｅｃｃ２ａ６７４２３ｃ９４１３．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通过法律制度予以保障，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最后，政策上所担心的城镇居民炒房问题，在
实践中既未完全阻止购买，亦未见因购买而导致农村房屋市场的畸形样态。 由此可见，农村宅

基地房屋所有权能的公法限制应退回到应有的界域内，防止其对所有权自由形成不当干预。
（二） “一户一宅”的适用

《土地管理法》的“一户一宅”并不是严格的法律规范，因此法院对相关案件适用存在不同

的理解，导致同一案件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
在“徐某某与应某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①中，盐都区法院认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

条中的“一户一宅”是指一户农民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同时该规定是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性

规定，并非规范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性规定，故，是否违反一户一宅原则并不影响农村房屋

买卖合同的效力。 此类案件中，法院认为“一户一宅”原则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仅适用于申

请阶段，只对宅基地的原始取得进行规制。
在“岳某某、张某某与张某某、张某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②中，铜山区法院认为原告岳

某某、张某某已有一处宅基地，其再次购买宅基地，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在此

类案件中，法院认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确立的“一户一宅”原则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违反之，即属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应无效。

由此可见，“一户一宅”究竟是管理性规定还是强制性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此外，
“一户一宅”作为宅基地分配的规定，它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分配后的买卖法律关系也是需要

明确的问题。
（三）主体资格中心

法律所要求的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主体资格是实现宅基地分配目的的制度安排，意
即占有使用宅基地并拥有其上房屋者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看这

是理所当然，但无法解释效率正义。 集体成员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土地资源即实现了分配正

义，至此公法意义上的主要任务已然完成。 其后宅基地及房屋如何流转应交给市场，由市场对

宅基地进行资源的二次配置。 市场是不应对交易主体进行过多限制的。 然而，与私人财产不同

的是，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权利转移至集体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与集体的关系，其
财产性权利应受该关系的制约。

这个以主体资格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更多强调的是地权的法律关系，其原因是地权从配置之

初便带着保障分配的目的。 然而，房权是可能并且可以脱离集体关系的。 如果仍将房屋财产权

限定在集体关系内，势必造成产权转移的阻碍和财产利用效率的低下。 故而，在处理以房权为

主导的关系时，应当放宽对主体资格的限制。 事实上《土地管理法》第二、八、十和四十四条均

未显示宅基地使用权的受让主体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
（四） “房地一体”与“房地分离”
“房地一体”抑或“房地分离” ，不仅影响着裁判结果，更决定制度构造的不同路径，是解决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裁判案件中展现的司法观点冲突的前置性问题。
“房地一体”普遍体现在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的 ７４ 个无效案件中。 法院大多

援引《物权法》 《土地管理法》中的有关规定，合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认定农村房屋买

卖合同无效。 当然，依据这些认定合同无效并不充分：第一，《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只规定

农民建房可以申请集体土地，并未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与否，也不涉及本集体经济组织

外的主体能否通过买卖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仅能表明禁止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在本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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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９）苏 ０９０３ 民初 １６４６ 号。
参见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２０１９）苏 ０３１２ 民初 ５４４ 号 。



济组织申请宅基地。 第二，原第六十三条①规定集体所有土地不得以出让、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

业建设。 该规定“体现用途管制。 但是，合法取得的宅基地本身就是建设用地，将宅基地使用权

转让并未违反用途管制” ［６］ 。 尽管如此，“房地一体”作为我国处理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贯做

法，已成为司法在习惯和法理上所秉持的理由。 然而，“房地一体”在宅基地使用权上的类推适

用应考虑宅基地使用权与建设用地所有权之间的差别，不应机械套用。
“房地分离”意在将宅基地使用权从房屋交易中剥离出来。 有学者认为出卖人在出售农村

房屋时，实际上含有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意思表示，其交易的仅是农村房屋，并不涉及宅基地使

用权 ［７］ 。 这一理念会影响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签订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细究之下，“房地分离”思路并不能充分解释宅基地房屋买卖案件。 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户对集

体土地的用益物权，其表象是农户对宅基地的支配，实则离不开农户与集体之间的土地分配关

系。 农户不能绕开这个关系，以空中楼阁的方式与买受人完成对接。 如果此类案件中合同被认

定为有效，买受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之后，其房屋所占的土地权源应当予以补正。 即在本集体

经济组织外的主体取得农村房屋后，集体经济组织该如何处置该宅基地？ 这些问题从“房地分

离”的角度恐难以回应。

四、内部买受主体时的权利构造

当买受主体是集体内部主体时，权利配置应在确认合同之债的基础上，以有偿使用、有偿退

出等方式共同建构物权体系。 首先，此时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不应因违反“一户一宅”而

被否定。 其次，宅基地使用权应通过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等模式，对其类型和内容予以

扩充。
（一） “一户一宅” 不应影响权利转移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确立了“一户一宅”原则，但对其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或效力

性强制性规范有不同理解。 综合立法目的、宅基地分配现状等因素，“一户一宅”原则应属管理

性强制性规定，仅是对宅基地申请分配环节的规制。 其目的在公法上是确保宅基地的分配公

平，在私法上是对创设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限制，但并非对转移取得宅基地使用权限制 ［８］ 。
首先，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保障性、福利性、身份性的特征，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无

偿取得，并可以无期限使用。 这种福利性权利是基于成员权而获得的集体共有财产，同因身份

权相联系的福利分配相关联 ［９］ 。 然而，分配上的福利性，不能抹杀其私人的财产属性。 农民通

过分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即属于其私人财产权，原则上法律对民事主体拥有这一用益物权的

数量不应当予以限制，因而农民在保有环节可以拥有多处宅基地。 其次，“农村村民实行一户一

宅制。 即每户农村村民只能在一个地方拥有一处宅基地。 这主要是对新申请宅基地而言，但因

房产继承等合法原因形成的多处住宅（包括宅基地）原则上不作处理，农村村民可以出卖等方

式处理，也可以维护原状” ［１０］ 。 这表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认为该条文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是
对宅基地原始取得环节进行规制，并非规范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性规定。 最后，既然现实

中必然会因继承这种事实行为而发生宅基地超出分配标准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不能容许买卖这

种最基本财产配置方式呢？ 因此，“一户一宅”不能成为否认内部主体买卖合同效力的援引规

范，从而不应因此影响权利转移。
（二）合法超占的权利构造

宅基地超占是超出“一户一宅”的规制标准而占有和使用宅基地的行为 ［１１］ ，其可分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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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修订） 。



性超占和非法性超占。 合法性超占主要是基于合法的方式而产生的。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农村

房屋买卖是造成宅基地合法性超占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继承、赠予等。
１． 合法超占的类型确认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有效买卖合同购得农村房屋的，应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宅基地

使用权也随之移转。 如果该买受人已经拥有一处符合法律规定标准的宅基地，此时的交易就会

造成宅基地超占，而此种超占是有必要合法化的。 第一，合法化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 如果将

此种超占认定为非法，将损害农民对法的信赖。 法律应保护基于信赖基础的善意行为 ［１２］ 。 第

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是从公平和节约有限的土地资源角度出发进行规制，而对

通过合法买卖获得的宅基地超占进行合法化，具有对农民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保护的正当性，
如果认定为非法超占，则构成对买卖制度的损害。

无论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造成的宅基地超占，都是对分配公平的破坏，法律应该对此

进行校正。 通过法律关系进行主体间权利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宅基地制度分配保障与财产价

值的动态平衡。
２． 有偿使用的物权法理与构造

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可以弥补现有制度应对合法超占问题的不足。 它是指对使用宅基地

收取一定的费用，是解决基于一定合法因素而导致超占问题的有效方法。 同时，它可以协调宅

基地制度中配额、现实超占与物权构造缺陷等问题之间的矛盾。 其法理基础体现为对农民私权

的尊重，维护宅基地的福利性，有效降低社会成本。 具体阐述如下：首先，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通过内部买卖农房合法形成超占，法律应保障其信赖利益，同时也是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 在

违反“一户一宅”的管理性规定时，并不否定私权，而是以有偿使用这样的义务对物权予以限

制。 其次，宅基地超占使用制度不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反而体现对宅基地福利性的维护。 已拥

有一处符合法律规定标准的宅基地的买受人，再通过合法买卖农村房屋拥有的宅基地不具有保

障性，仅具财产属性。 故通过有偿使用制度可以在福利性和财产性之间实现平衡。 最后，宅基

地有偿使用制度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形成闲置宅基地房屋的有效配置。 相比较“一户

一宅”的片面维持，它可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宅基地闲置资源的较优配置。
物权构造方面，在权利构造上有偿使用可以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一种次类型。 其主体仍然

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客体是对集体所有的、超出“一户一宅”标准的、住宅建设用地。 内

容上，一方面农户有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有向集体缴纳超占使用费的义务。 这种

物权构造既是对公法“一户一权”的回应，也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制度的完善。 使用费的确

定要区分集体外成员的有偿使用，一方面是作为集体成员而享有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是集体社

群稳定的需要。 这种区分应体现在使用费支付方式、期限和标准上。 超占使用费可采用一次性

支付的方式，而期限上应与无偿使用的宅基地相同，即不设期限。 两者是相匹配的，在无期限的

情况下难以按期折算使用费。 收费标准应结合户内人员结构（劳动力多寡） 、家庭收入状况、超
占面积、取得路径等方面综合评判。

３． 有偿退出的物权法理与构造

有偿退出机制规定于 ２０１９ 年修订《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六款，是根据土地制度改革

经验确立的一种解决闲置宅基地问题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并没有上升为一个有效的规范，也没

有在管理性法规和私法制度之间建构起有效的桥梁。 有偿退出可以与有偿使用之间形成有效

的衔接，成为新的流转方式。 虽然样本案例中并没有此类情形①，但其亦可归为宅基地房屋买卖

的一种特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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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是因 ２０１９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才正式将该种方式规定于法律之中。



具体而言，如果农户有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则可以由集体将其收回（或进行购买） 。 标的包

括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两个部分。 作为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农户在取得时并未支付对

价，那么集体在收回时亦不应有对价。 因此，所谓“有偿退出” ，应是对农户建造宅基地房屋的

补偿。 至于应按照房屋的市价还是建造成本补偿，笔者认为应选择前者，理由有三：第一，集体

与农户虽有公法上的管理关系，但此处的有偿退出应是参照私法上的买卖关系，应遵循市场基

本规律。 第二，农户在有偿退出后，则应类推《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其宅基

地的再申请将不予批准。 这意味着一旦该农户在城市生活出现风险，将面临无地建房的风险。
彼时，房屋的市价补偿将为其提供购买他村或城镇房屋的保障。 第三，集体以市价购买宅基地

房屋而促成有偿退出，这将在《土地管理法》和《民法典》之间形成有效的衔接，使得第六十二条

第六款不至于由应为的法律规则沦为类政策话语。
在物权构造方面，上述流转方式将导致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以及房屋所有权的转移。 土地

的权利恢复为完整的集体所有权，而房屋则归集体所有。 在规范上，这虽属于宅基地使用权消

极构造，但其丰富了宅基地使用权体系。 集体在获得房屋之前、之时和之后都可以将宅基地使

用权重新配置给其他农户，极大地提高了宅基地分配制度的灵活性。 另外，这种构造在经济上

更能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 有研究指出宅基地退出是盘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关键 ［１３］ ，它将

不再承载保障农民居住功能的宅基地，重新转为他用或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分配 ［１４］ 。 而

将欠缺福利性的宅基地转化为普通宅基地，又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五、外部买受主体时的权利构造

（一）物债分离下的路径选择

在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的案例中，江苏法院坚守“房地一体”原则，宅基地房

屋买卖合同基本被认定无效。 然而，其中许多案件却判决不返还房屋，这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

买受人对宅基地享有权益。 然而，这些房屋购买者将面临没有物权保障的风险：一方面，他们没

有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另一方面，此种情形无法确权登记，因为本集体外的主体一般仅在继承

取得情形下才能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１５］ 。 故此，“房地一体”作为城市商品房的物权变

动规则，其能否类推适用于宅基地房屋，应解决买受人基于房屋所有权而对宅基地的权益问题。
“房地分离”试图绕开买受人对宅基地的物权问题，而在集体经济组织与买受人之间建立宅

基地租赁关系 ［１６］ 。 然而，这种方案存在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不符合交易现

实。 出卖人意图将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一并处分给买受人，价款其实包含了房和地，这是“房地

一体”在交易中的体现 ［１７］ 。 其次，在租赁关系的法律构造上，我国并没有法定租赁权，只能依照

租赁合同设立租赁之债。 在宅基地使用权以登记对抗为要件的前提下，会造成买受人取得的宅

基地权益变为债权性租赁权的问题 ［１８］ 。 此时如果集体在该宅基地另设一宅基地使用权，那么

会造成买受人的租赁权无法对抗他人的宅基地使用权，从而在房权和地权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

矛盾。 “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能够解决好“房地一体”下买受人对宅基地的权益问题，那么其

还是较优的选择。
（二） “房地一体”下的权利构造

“房地一体”只是房屋物权处分时对房权和地权关系的处理，并不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

买宅基地房屋中所涉权利的完整方案。 以下将从权利主体、合同效力和权利内容三个方面对权

利构造问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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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受让主体方面，非集体成员中受到阻碍最大是城镇居民。 无论是政策内容①还是试点

改革，城镇居民都被作为禁止对象，故村民不应再从法律上限制其购买。 由此在合同效力层面

要对非集体成员再行区分。 如果是村民购买则应肯定其效力。 这既遵从民法所有权自由原则，
也与政策和形式发展相呼应。 若买受人是城镇居民则应分两个层面。 一方面，在政策立法上的

限制应逐步取消，原因有三。 其一，禁止购买文件始于国办发〔 １９９９〕 ３９ 号，其目的是严禁炒卖

土地。 该目的并不能充分支持该立法。 宅基地一般都散落于田间地头，难以形成规模化流通效

应，进而无法形成商品市场；就样本所观察的实际购买者大多是自住自用，而非炒卖。 其二，《乡

村振兴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有

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具体在房屋买卖方面，为何村民买得城市房屋，而市民

就买不得农村房屋呢？ 这种政策显然不是一种融合发展的体制。 试想一城镇居民厌倦了城市

生活，想用城市房屋置换农村房屋都无有其径。 其三，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才振兴。
而有志于乡村建设的人才大都有一种田园情怀。 所谓“安居乐业” ，城市人才在农村没有家园

又何以扎根，何以乐业？ 另一方面，虽有学者对法院判合同无效持反对意见，但目前而言总体上

符合法律和习惯。 即便如此，法院依然对此可有所作为。 一者，法院可以通过不支持返还房屋

对买受人予以保护。 此类纠纷买卖双方一般都悉知国家政策，出于交易之需求而默默进行。 卖

方反悔并非出于突然意识到要维护国家政策，而实欲获得拆迁补偿。 正如徐州中院所判：“在涉

案房屋可能被拆迁并带来巨大利益的情况下，（出卖人）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房屋，明显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即使事后涉案房屋被拆迁，也应当遵循诚信、公平原则，合理分配双方之

间的利益。”②由此，民法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捍卫。 二者，随着《乡村振兴法》的实施，法院可以根

据该法第六条否定禁止城镇购买宅基地房屋文件的效力，判断买卖合同有效。 当然，在操作方

式上有学者提出由集体作为买卖合同的第三方，对地权进行处分无疑是一种完善措施。 “在建

立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制度的条件下，应当允许房屋所有人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对房

屋和宅基地做出处分，包括向市民出卖房屋和宅基地。” ［１９］

在权利内容方面应区别非集体成员因购房而取得的土地权益与典型宅基地使用权。 对此

有两种法律上的选择路径。 第一种是将买受人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建构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因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不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其合理性如下：其一，宅基

地使用权具有权利主体、用途、流转限制、期限、使用费用等特殊性。 宅基地使用权在立法过程

中经历了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分分合合 ［２０］ ，说明其就是一种特殊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买受人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该特殊性已经丧失，将其恢复为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合乎逻辑。 其二，根据物权平等保护原则，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受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同等保护。 在两者同等入市的背景下，非集体成员合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理应作为一项基本的财产权利进行保护 ［２１］ 。 第二种是建构宅基地使用权另一种次类型。 相比

较典型的宅基地使用权和超占次类型，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其目的已不是保障本集体

成员的居住，而转为因财产流转的需要由非集体成员占有其房屋下土地的权利；其二，此等土地

非因分配而是因流转形成，故而应向集体支付占有土地的费用。 有学者建议给予一个免费使用

期，其期限可借鉴法律规定的租赁合同中的 ２０ 年 ［２２］ 。 这个方案形式上使出卖人和买受人进行

了等价交换，却忽略了出卖人的身份利益不应由买受人享受。 该土地权利在时间上可类比住宅

类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 ７０ 年，费用缴纳方式参照国有土地划拨后转让补交出让费的规定。
诚然，以上两种方案都需要解释论甚至立法论的配合，以与现有法律有效衔接。 无论如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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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逐渐明确非集体成员买受宅基地房屋后对土地的权利，恰如非典型事实担保在《民法典》
中得到物权确认，以缓和严格物权法定主义不能回应现实的缺陷。

六、结语

通过对江苏省近 ３ 年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案件的研究，依据买受人身份不同，可以将之分为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买受人和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买受人。 在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案件中，结合相关理论和买受人因合法买卖导致宅基地超占而判决合同有效的案件，应明确

《土地管理法》有关“一户一宅”原则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此种情形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

应认定为有效，但因此导致的宅基地超占可以通过建立有偿使用制度和宅基地流转与有偿退出

制度来解决。 在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的无效案件中，均是受制于宅基地使用权身

份属性限制。 而一些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却不返还房屋的案件，又充分说明宅基地使用权受让主

体的身份限制这一困境是可以克服的。 本文在“房地一体”背景下对买受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

外的主体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权属登记的制度设计、对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宅基地使用权收益分

配的配套设计，可以为审慎稳妥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农民住房财产权，特别是将农村

房屋有计划、有步骤地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主体奠定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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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ｂｕｙｅｒｓ． Ｉｆ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ｉ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ｌ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ｖａｌｉ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ｆ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 ｐａｒ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ｐａｉｄ ｕ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ｆ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ｂ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ｕ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ａｌ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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